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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荣
内容提要 “民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福利概念。深入考察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民生事业的发展历
程，可以发现，民生国家不是天生就有的，他的出场有一个制度化过程，经历了区隔型、补缺型、维稳型以及制
度型的制度变迁及逻辑演进过程。这一历程也体现了国家对民生事业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一方面，国家
作为民生事业的决策、规划与组织者，充分考虑到中国民生事业的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另一方
面，国家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诉求，成为民生事业的推动者与建构者。因此，国家是我们理解
民生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与逻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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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中国特有的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福利概念，《左传·宣公十二年》就曾提到过“民
生在勤，勤则不匮”。孙中山则称民生为“人民的
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但是，这些理解与阐释仅仅是一种理念宣示与理
想追求，“民生”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制度实践上
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
府日益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注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发展社会事
业，进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奋斗目标，
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而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需要我们
总结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制度实践过程，揭示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
运行逻辑，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提供支撑。
问题意识与研究理路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民众的
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建设。2004
年中央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标志着从原来的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
文明等五位一体总建设迈进，而以民生为重点的
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建设的基本条件，由此引
发了学术界对中国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诸
多讨论。主流观点认为: 涉及人民生计的项目都
需要提升，因而民生涵盖了“生老病死、衣食住
行、教育住房就业”等一切领域①，包括“脱贫、教
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②。在多
数学者看来，中国的民生建设之所以在很短的时
间内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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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以往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这就必须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到国家建设“基本方略”这个
高度，“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④。只有
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缓和社会矛盾与冲突，
“真正迈向和谐社会”，才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解释很好
地契合了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的社会性质，
比如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矛盾的转换、社会
风险的挑战，实质上是将民生建设首先当成社会
变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手段与载体。当然，也有
从市场演化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民生建设的兴起
是生产性的，认为民生建设既是市场的必然要求，
也是维系市场的重要手段，具有深厚的市场诱因。
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发展经济、做大经济总量、应
对经济危机的挑战内在地需要保障就业，所以就
业就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优先目标”和突
出亮点，“依靠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以扩大就
业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
供有力保证”⑥，这意味着以就业为代表的民生建
设是顺应市场变化的结果。
应该看到，仅仅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视角
理解民生建设固然可以一般性地回答中国民生建
设的现实性与必要性。但是，这种解释主要是基
于一种功能主义立场，强调民生建设对于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有用性。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这些
观点既不能证明为什么只有到了今天中国才更加
重视民生建设，也不能解释中国如此重视民生事
业的逻辑必然性，当然更不能解释国外民生建设
的各种情形。比如，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同样也面
临着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可是，中国民生建设投入
的广度与深度为什么远高于其他国家? 适应经济
社会转型的民生建设并非近年来才有，为什么只
有今天的民生建设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得到广
泛的社会认同? 这就要求我们基于中国特有的制
度环境来理解中国民生建设事业。因此，区别于
学界常见的“成就—经验—问题—原因—对策”
研究路径，本文尝试从制度变迁理论与分析方法
出发，结合公共政策过程理论，重点从作为制度变
迁关键行动者的国家这一主体立场出发，考察 21
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民生事业发展的制度
逻辑，特别是作为制度变迁决策者的国家如何通
过其行动角色与策略手段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事
业的发展，使得民生不再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或
服务经济的手段，而是成为整个社会须臾不可分
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为了回应过去那种把
人作为经济社会变迁逻辑起点并加以抽象演绎的
旧制度主义理论范式，新制度主义按照方法论整
体主义原则试图从制度演进与制度变迁中寻求经
济社会的发展脉络，选择从国家而不是从市场或
者组织的角度去解释中国民生建设的理路，尤其
强调国家在民生建设中的独特解释价值。比如，
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发达
国家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或社会的力量而是通过一
系列制度及政策形成对技术的控制，使得技术阶
层成为“高度生产”的引领者、“高额收入”的所有
者以及社会发展的主导者⑦，国家通过制度安排
使得整个社会进入到充分就业阶段，摩擦性失业
让位于结构性失业，全社会的教育、就业、社会保
障、社会服务等民生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丰裕社会”阶段，福利供给
大大超过人们的福利需求。这表明，国家是影响
民生建设的关键力量。借用约翰·坎贝尔等人的
观点，国家是参与制度变迁的行动者，也是多方行
动的制度性场域，他“通过提供政治竞技场所和
组织结构，以界定经济行动发生的空间场所为手
段”影响政策的制定和部署，进而形塑和影响包
括民生建设变迁的路径与方案选择。⑧这就是说，
在中国特定的场域与惯习中，要想理解民生建设
事业同样离不开对作为关键决策者的国家及其民
生建设过程的深刻把握。因此，本文试图从国家
作为制度变迁的决策者角度去分析中国保障和改
善民生事业的逻辑过程，认为中国民生事业快速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国家及其所制定并实施的
民生制度及政策，国家成为民生事业发展的决定
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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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的迅速发展
从过程论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致力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努力探索与经济发展水
平及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民生保障体系。
但是，真正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作为一个独立
的事项最早出现在 2004 年。在 2004 年召开的十
六届四中全会中，中央正式提出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概念，要“加强社会建设
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此后，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全面系统的阐述，至
此，全国各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进入了快速发
展阶段。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勾画 21 世纪特别
是 2012 年以来民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情景。
一是民生范围不断扩大。“国以民为本，民
以生为先”“民生为先”构成了历代中国人治国安
邦的思想基础与基本准则。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
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民生范围不断扩大，从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
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
五项内容到“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
康”五个方面以及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教育、就
业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脱贫、健康、社会治理、
公共安全”八个领域，这些领域所涉及的项目要
求具体明确，例如，教育领域要求“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就业与收入分配领域要求做到“劳有所
得”，社会保障领域明确“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脱贫攻坚领域要求“弱有所扶”，健康领域要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社会治理领域则要求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而公共安全领域要
求“建设平安中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
居乐业”。不仅如此，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认识
的提高，我们对于个别民生项目的界定与表述更
加精确。例如，最初我们把“医疗卫生”作为一项
民生工作，更多地从政府角度强调政策供给，十八
大以后，政府开始用“健康”取代了“医疗卫生”，
这就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强调这项民生工作
的目的与使命不是简单地做好医疗卫生工作，而
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并最终实现“民族
昌盛和国家富强”。这标志着，我们的民生范围
实现了从最初的纯粹物质性项目逐渐向包括物质
性、服务性、心理性以及环境性项目的转变，从最
初的个体性到群体性以及社会整体性的转变。
二是民生地位不断提升。民生建设工作虽然
一直开展，包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的“允许
并鼓励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然后让先富帮后
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后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下的“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以及“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等，都包含着民生建设的内容。但是，这个阶段的
民生项目还处于从属地位和依附地位，民生投入
规模与强度、民生投入项目与种类更多地服从于
经济建设，服从于做大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国力的
需要，本来作为独立设置的民生建设被经济建设
遮蔽了，因此，此时的民生项目完全属于生产性而
非纯粹消费性的，本质上是一种补缺型而非制度
型的设置与安排。而党的十七大将以往的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及文化建设中有关社会的部分独立
而成社会建设，进而把原来隐藏于经济、政治及文
化建设中的民生事项调整到社会建设领域并且成
为社会建设的重点与核心。十八大以后，改善民
生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民生建设
和社会管理成为社会建设的两个抓手，其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民生在社会建
设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十九大以来，中央拓展
了民生项目的内涵与外延，把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当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把民生
建设当成“为什么人的问题”，当成“检验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的试金石”，因而构成了“我们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⑨，保障和改善民生逻辑地成
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民生建设的地位得到空前
提升。
三是民生投入空前加大。民生建设地位的提
升不仅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而且直接
体现在各级政府的投入上。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
着民生范围的扩大以及民生地位的提升，党和政
府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民生投入总数以及民生投
入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断提高。以民生项目中最主
要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来说，有数据显示，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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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财政支出 2636. 22 亿元，2007 年上升
到 5447. 16 亿元，2012 及 2017 年进一步增长到
36516. 52 亿元以及 73264. 67 亿元，分别占当年
度财政总支出的 11. 13%、10. 9%、19. 46% 以及
23. 28%⑩，民生支出占比逐年增长的态势十分明
显。如果加上教育、住房、医疗卫生、扶贫救助、公
共服务等民生项目，那么整个民生支出已经占到
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另外，对于作为兜底线的
民生项目脱贫而言，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
“弱有所扶”，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及城乡居民贫
困线标准，采取多种扶贫方法以及扶贫手段深入
开展精准扶贫，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从
2012 年的 332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861 亿元瑏瑡，
使得 2012 年以来全国稳定脱贫人口达到 6500 万
以上，脱贫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保证全体人民在共
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彰显出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的决心与成效。
四是民生质量不断提高。衡量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不仅要测量民生项目、民生范围、民生投入
强度以及民众所得，而且也要衡量民生发展的质
量，特别是随着民生建设的持续开展，“质量”更
应该成为民生建设的核心议题与重要使命，把
“质量”当成民生建设的生命线以及增强民众获
得感的重要法宝。随着“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正式提出以来，中央在加大民
生建设力度的同时深化民生建设质量。例如，作
为民生之本的就业，以往我们只注重扩大就业总
量，“改善就业结构”，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
业”，以为只要解决了失业问题，民众的生活水平
就会好转与提升。十八大以后，中央不仅强调就
业是“最大的民生”，更明确提出要“提高就业质
量”，而且把“就业质量”与“收入水平”紧密结合
起来，把就业质量当成提高收入水平的充分条件，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以便促进收入分
配“更合理、更有序”。又如，教育作为民众复兴
的基础工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我们只是强
调“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现在中
央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高度出发，在质量
上下功夫，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办
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这些新提法对民生建设的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五是民生功能更加完善。功能是社会政策的
核心议题及重要指征，侧重于某项社会政策对社
会建设的促进。在民生领域，主要强调各种民生
项目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是“有影响的”，具有“某种社会功能”瑏瑢。从功能
上看，过去我们的民生建设更多地是经济性的，发
展经济构成民生建设的基本功能。进入 21 世纪
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民生建设的功能
逐渐从最初的经济发展转变为“完善社会管理”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十八大以后，随着社会
基本矛盾的转变，民生建设的功能提升到“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及“有效维护国家
安全”这个高度，从而将原来被遮蔽的功能揭示
出来，回归到民生建设的本真功能，有效增强了民
生建设的规律性。
民生国家的出场: 国家对保障
和改善民生事业的认知与建构
按照制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即便在
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组织也不会缺场，他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思等人认为，一个“有
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
因所在”瑏瑣，诺思在这里所讲的组织虽然是经济组
织，但同样适用于社会组织以及作为最大组织的
国家。国家是民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民
生事业的可靠保障。民生事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
在国家主导下所形成的制度变迁结果，遵循着
“社会转型—问题出现—国家介入—方案搜寻—
民生建设—制度变迁”这一逻辑演进，其中，国家
对民生事业的定位与认知、制度建构与政策行动
成为关键。从制度主义角度看，民生国家不是天
生就有的，他的出场有一个制度化过程，体现了民
生国家认知与建构的制度与逻辑。为此，我们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民生事业的发展概括为
区隔型、补缺型、维稳型以及制度化型这一制度变
迁及逻辑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认识和把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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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建设规律。
第一，区隔型认知与建构———民生事业的二
元建构。20 世纪 50 年代，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
封锁，新生的共和国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
是基础”的一般论断，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
民生实践经验去设置民生项目、搭建民生体系、开
展民生建设，认为作为从落后农业国诞生起来的
新中国只能采取以农补工的办法、采取服务于建
设完整工业经济体系的民生制度及政策设计，所
有的民生项目只能优先保证占人口总数较少的城
镇特别是城市人口，建设这类群体的民生事业是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在这种认知
下，我们将整个民生事业人为地划分为城市与乡
村、官办与民营、公营与私立、单位与个人等相互
对立的模式类型，并据此建立起二元分割的民生
项目，形成以户籍为基础的二元民生体系: 对机关
事业单位及国营企业员工建立起包括免费教育、
充分就业、退休养老、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几乎免
费公共服务的单位制特征较为显著的民生项目体
系; 农民则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建立起教育、医疗、
五保等集体制特征较为明显的民生项目体系，民
生项目的建设受到村集体的影响较大，有些民生
项目如养老、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政府规划建设
得极少，财政投入少，各民生项目更多地着眼于兜
底线，致力于解决特定人口的最基本生活需要，总
体上看建设水平较低。
第二，补缺型认知与建构———民生事业兴起
的现实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政府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逐步弱化了民生事业的
政治属性而强化了其经济属性，强调包括民生在
内的一切非经济事业均具有生产性功能，应当充
分发挥民生事业服务经济发展的功能，把民生事
业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
手段，由此对民生事业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及社会各界优先发展经济，
优先建设那些能够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民生项
目。在民生机构上，强化政府的人事管理而淡化
就业服务功能，分设人事部、劳动部，将越来越多
的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劳动部管理。20 世纪 80 年
代末，政府在原劳动部基础上组建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目的就是统筹各个阶层的社会保险，解放原
来束缚在企业身上的就业培训、失业安置、社会保
险等职能，扫除经济发展障碍; 在项目设置上，剥
离原来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身上、个
人不需要缴费就可获得的退休养老及公费医疗等
项目，将之改为需要个人缴交参保费用的社会保
险项目，以降低企业的民生支出成本; 在民生职能
上，将原来附属于国有企业的劳动服务公司所承
担的就业培训、转岗、待业等项目划归人力资源部
门，将原来需要由企业投入的商场、食堂、浴室、医
院、学校等全部松绑，由政府有关部门统筹整个社
会的就业培训、劳动力转移、公共服务等，同时在
社会保险中增加工伤、生育、失业等险种科目，最
大限度地甩掉制约企业发展的包袱; 从民生待遇
上，设置多标准的缴费办法，不仅允许企业选择符
合自身收益最大化的民生投入方案，还允许企业
延缓缴交员工的各项福利费，其目的就是让企业
控制劳动力支出成本，激发企业活力与内生动力，
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由此形塑出一种补缺
型民生事业。
第三，维稳型认知与建构———民生事业兴起
的必要性。进入 21 世纪，在加入 WTO 后，中国全
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推动
中国经济总量坐三望二，人均经济总量超过 1000
美元并快速增长到 3000 美元。但是，经济总量的
增加、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不仅带来了收入差
距的扩大，使得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 1995 年的
1. 8∶ 1扩大到 2003 年的3. 2∶ 1，基尼系数一度超过
0. 5 的国际警戒线标准; 还带来了民生事业发展
的极度不平衡，例如，“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教育
政策的实施使得地区之间文化教育条件及其文化
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
农村尤其落后，许多农村贫困孩子失学、辍学; 也
带来了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全国刑事犯罪数量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每年 55. 7 万件激增到 2008 年
的 488. 5 万件，社会治安事件从最初的 123. 5 万
件增长到 2008 年的 741. 2 万件瑏瑤，全国每年各类
上访数量一度突破 1000 万起，罢工事件连续不
断，很有可能掉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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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陷阱”中去。面对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
频发的情形，政府及社会各界采取了许多民生改
革措施。例如，废除了执行长达五十多年的《收
容遣送办法》，改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办法》。又如，针对辍学儿童的增多
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修订了《义务教育法》，规定
所有适龄儿童均可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解决了
各类人员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地接受免
费义务教育的问题。再如，针对失业率的提高，政
府不仅针对各年龄段、各类人员开展就业培训，出
台消灭零就业家庭政策，允许企业缓交社保、按最
低档缴交社保，还设置了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等措
施以鼓励企业不裁员及少裁员。另外，为了解决
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政府
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做到医疗保险广覆盖。总体上看，保底维稳、
“花钱买平安”、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民生建设理
念得到了广泛认可。
第四，制度型认知与建构———民生国家的正
式出场。十八大以来，随着对民生认识的深化，党
和政府加快了民生建设的步伐，脱贫攻坚战取得
决定性进展，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城镇新增就业年
均 1300 万人以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建立，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大幅提高，以民生
为纽带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推动中国特色
民生事业迈进制度化时代。就民生体系而言，共
划分为教育、就业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脱贫、健
康、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八个方面; 就民生类型
来说，制度化的民生体系包含兜底型、保障型、宽
裕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各种类型的民生水
平不一，其中，兜底型民生侧重于社会救助，保障
型民生偏向于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宽裕型民生侧
重于小康社会的建设水平，而富裕型民生则面向
更加幸福安康的现代化强国; 就民生方略来讲，强
调在发展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便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 就民生原则而言，民生事业的制度化
不是政府的单一责任，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及家
庭与个人协力，做到责任共担、项目共建、问题共
治、成果共享，共建共治共享就成了民生事业发展
的基本原则; 就民生目标来说，以民生建设去创新
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
安，人民安居乐业，“长治久安、安居乐业”就构成
了民生事业的建设目标，从而勾画出一幅完整的
民生国家建设图景。
结 论
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民生事业
的演变及其建构过程，我们发现，民生事业在中国
的兴起有着深层的制度逻辑，民生事业的快速兴
起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结果，也构成了民生国
家出场的逻辑必然。一方面，国家作为民生事业
的决策、规划与组织者，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民生事
业的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离不开中
国特有的场域与惯习，更离不开“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的战略目标，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因而
民生事业的发展必须顺应经济发展而不能超越经
济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国家要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特别是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诉求，借助于民生项目的完
善、民生支出的增多、民生待遇的改善，强化民生
职能，注重民生质量，提升民生地位，明确民生使
命，使国家真正成为民生事业的推动者与建构者。
理解中国民生事业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国家这
个独特的角色，国家是我们理解民生事业发展的
关键要素，构成了民生事业兴起的逻辑起点。
应该看到，把国家作为解释民生事业发展的
变量有其特定的界限范围，民生国家的出场有着
特定的时空条件。一方面，民生国家的出场基于
国家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是对民生事业
进而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刻把握，是对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切关怀。这就是
说，民生国家的建设及其出场有着特定的条件与
范围，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发展阶段政府都致力于
民生国家的建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
之初的民生建设仅仅停留在个别项目上，整个民
生是一种补缺型的。另一方面，民生国家的出场
是对国家经济承担能力以及各种矛盾问题深刻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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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后的理性选择。民生事业之所以得到广泛认
同，民生国家之所以能够出场，不仅在于经济发展
水平特别是民生负担能力的提升，更在于国家把
民生当成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以实现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
设。当然，民生国家的出场并不意味着我国治理
体系、治理方略的转型，而是从原来的控制性治理
变成了疏导性治理，从原来的强制性治理变成了
诱致性治理，原来处于从属性地位的民生获得了
主体性资格，民生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与政治、经
济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是整个
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与逻
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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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 1)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on: Proposal of Constructive Marxism: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uo
Qian Luo Qian Teng Teng ·13·
Marxism is a developing theory，which not only means that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inter-
pretation of Marxism，but also means that Marxism itself constantly grows in history． Marxism is only presented
as the concrete and real forms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space． There is alway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which reflects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in time and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constructive characteristic of Marxis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refore，the basic form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is named construc-
tive Marxism． Constructive Marxism is contemporary Marxism which insists on the basic thought of Marxism and
converts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into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s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elf － development of Marxism，constructive Marxism may be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hi-
nese socialist path to Marxism and world history． The constructive Marxism is regarded as the basic form of Marx-
ism in the 21st century． So，the interview gives a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of the basic theoretical clue，social －
historical conditions，main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ve Marxism．
( 2) Can New Medical Ｒeform Curb Ｒise of Medical Expenditure Gao Chunliang Yu Hui ·73·
The growth of total medical expenditure and personal payment has reduced the residents’sense of benefit
and weake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health care reform． Based on Ｒamsey’s function，a health capit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discuss the micro － mechanism of medical expenditure decision．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inseparable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medical resources investment，and jointly
promotes the growth of medical expenditure． Empirical tests in 31 provinces from 2005 to 2016 show that endo-
geneity leads to overestimation of supply － induced demand( SID) contribution，while structural equation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main cause of rising medical expenditure．
( 3) New Trend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Division and Global Value Chain Climb of Chinese Manufac-
turing Li Feng ·80·
The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s“big but not strong”．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roduction
has compressed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value chain climb，the lack of advanced production factors and manufac-
turing services in China is further highlighte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marginalization”of China’s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system by the United States seriously harms China’s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network;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for“the Belt and Ｒoad”construction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Therefore，it is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advanced element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to upgrade the service level of manufacturing and integrate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with modern services，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operate globally and integrate
global resources，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and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open．
( 4) Consumers’Purchase Intention and Payment Behavior for Safe Food: Devi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ang Jianhua Tao Junying Chen Lu ·86·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data，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con-
sumers’purchase intention and payment behavior of safe food is ubiquitous，especially among the consumers
with purchase intention，the deviation is more obvious; the safety satisfaction of food market and annual family
income are important causes leading to the deviation，and factors such as consumers’age，education level，
trust of certification marks，knowledge of safe food，convenience of purchase channel and purchase condition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deviation．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food safety knowledge and improv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towards the safe food; the producers and
the sellers should carry out active product promotion and channel expansion to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of pur-
chasing safe food for public and optimiz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afe food，so as to reduce the cost of mar-
keting and improve the purchasing ability of the residents．
( 5) Appear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untry: Practice and Logic of China’s Guarantee and Im-
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Gao Herong ·94·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welfare． In the past 70 years，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s not born by nature． Its appearance has an institutionalized process，experiencing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logics of interval type，complemented type，stable type and institutionalized type．
The evolution process reflects the n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n one
hand，the state recognizes that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pecif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the state must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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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the promoter and constructor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state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under-
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and it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and logical neces-
sit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 6) Typologies of Comparative Welfare Ｒegimes: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Xiong Yuegen ·101·
The welfare regime is not only considered as an outcome of national or regional socio － economic develop-
ment，but also a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social progress． The level，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l-
fare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pattern，the redistributive model of economy，and the ideolo-
gies in the society as well． The welfare states have changed profoundl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of the three welfare typologie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can neither reflect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welfare regimes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or interpret the conceptions of welfare regimes in
the non － Western societies or developing nations． Therefore，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review and explore further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s．
( 7) Ｒisk Distribution and Epistemic Justice: New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NIMBY Conflicts
Zhang Haizhu ·129·
The siting of“not in my backyard”( NIMBY) facilities is a process of risk distribution，and the injustice
of risk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NIMBY conflicts． The discussion of the justice principle of risk
distribu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existing paradigm of distribution justice，but should include the“pro-
duction”of risk． Ｒisk has the intrinsic attribute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and the essence of risk production
of NIMBY facilities is knowledge production． Thus，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risk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IMBY conflicts． The principle of epistemic justice requires breaking the monopoly
power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definition of risk and acknowledging the value of lay knowledge in risk def-
inition． On this basis，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risk community based on recognition and tolerance，to re-
alize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risk，and to improve the risk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the cooperative produc-
tion of knowledge，and finally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order in the risk society．
( 8) On Penalty Found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Penalty Func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Liu Zheng ·143·
The penalty function to promote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maintain th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s to
stren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nalty func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The lack of penalty function causes
the deviation of penalty essence，which nee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penalty
function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The focus of legitimacy rebuilding is to turn to the legality，justice and cour-
tesy of the penalty function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the key of rationality reconstruction is to accecerate th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to rationalize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and to improve the op-
erat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 9) On“World Order”and“Hierarchical Structure Territory”in Ancient China
Zhao Xianhai ·163·
In the vast space of the East Asian，the ancient China endeavored to build a“world order”that“the em-
peror of China is the ruler of all the people”，and actively expanded outward to build the huge dynasty territo-
ry． Due to the limited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abilities，the ancient China had to take the hierarchical gov-
ernance in the vast territory． In the area of direct control，the county system was implemented，in the border
area，the harnessing system was implemented，and in the farther area of other countries，the vassal system was
implemented． Thu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direct control area － the harnessing area and the vassal area
was formed which has huge difference from the single territory of the modern national state． A history of China
is a history that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erritory was gradually transferred into the single territory through the
constant frontier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the emperor of China is the ruler all the people”． Ac-
companied by this process，the pattern of pluralism and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inally came into being．
The elastic space and flexible way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erritory provides useful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and solutions to va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ethnic conflicts and religious antagonism prevalent in mod-
ern national states．
( 10) Power Chang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Early Ｒ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ransformation of
County Officers in Jiangsu Province Du Peihong ·174·
The Ｒevolution of 1911 broke the orignial local order，which brought the change of personnel in the coun-
ties． In Jiangsu Province，early after the Ｒevolution，the county officers were still dominated by the old offi-
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due to the weak central contro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utonomy，
the county officers were replaced by the local elites． By the time of the Second Ｒevolution，the situation
changed again． Due to the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the county officers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replaced by the officials who had passed the county officers’examination from other provinces．
Thus，the power structure change in the early Ｒepu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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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of China can be seen a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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